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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兵学与古代军事文化

徐光启的军事思想

范中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摘要：徐光启生活于社会历史转变较大的时代，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的形势下，满怀爱国热忱，在军

事上力图用西方传入的技术装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部队，改变明廷面临的危局。徐光启提出坚甲利器和实选实

练是建设一支精锐部队的根本途径。还具体提出了如何实现坚甲利器和实选实练的办法。为了挽救明王朝衰弱的形势，徐光启对边海

防既提出了总体战略，也提出了局部战略，既提出了战略问题，也提出了战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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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徐光启的政治军事活动

徐光启（１５６２─１６３３），字子先，号玄扈，上海
人。他出身平民，曾祖时是自食其力的农户，祖父
时弃农经商，家渐富裕，但祖父中年逝去，留下孤
儿寡妇，商业靠二外姓支撑。这时倭寇侵扰上海，

徐家避难外地，家产遭到劫掠。倭寇侵扰过后，徐
家财产一分为三，给为其支撑商业的二外姓各一
分，所剩一分，又遭盗窃，徐家陷入贫困境地。徐
光启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之中。他２０岁（万历
九年，１５８１）为金山卫诸生，这之后因家境贫苦，一
面教书，一面继续研读。３６岁（万历二十五年，

１５９７）中举，４３岁（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中进士。

从此他开始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到７２岁（崇祯
六年，１６３３）去世，历时二十九年。在这二十九年
当中，他先后任翰林院检讨、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
道监察御史及管理练兵事务、礼部左侍郎、礼部尚
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

徐光启生活的时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已经到
了东方，他们除进行武力掠夺外，还派遣一些传教
士进行宗教活动。这些传教士也带来了一些西方
的科学知识。同时，国内明廷的政治更加腐败，以
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
更加反动，宦官专权，横行无忌，打击迫害代表中
小地主和中级官吏的知识分子，党争愈演愈烈。

王公、勋戚、大地主兼并土地严重，阶级矛盾激化。

辽东女真人正在兴起，民族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徐光启从小就有为国为民的抱负。他“感愤
倭奴蹂践，梓里丘墟，因而诵读之暇，稍习兵家
言”［１］４５４。考取进士之后，他鉴于明边防军备废
弛，上疏请求选练士兵，加强防卫。万历四十六年
（１６１８），努尔哈赤兴兵进犯，朝廷大臣议论纷纷，

徐光启更加注意军事。第二年，他连续上疏，提出
御敌之策，并指出杨镐四路进兵，大错特错，必然
失败。这年十月，他任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
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他想练精兵２万，但兵源
不足，粮饷不济，武器装备没有着落，尽管做了最
大努力，才免强选了４０００多兵丁。政府又要将这
些士兵开往前方，徐光启的练兵计划失败了。天
启元年（１６２１年）他告病假回到了天津。

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徐光启复礼部右侍郎职，并
任詹事府詹事，再次从事政治活动。第二年，他升
任礼部左侍郎，管理部事。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后金
军攻打到近畿，朱由检命徐光启协同料理守城守
备事宜。他进一步提出了守城、制造火器和练兵
的计划，力图训练出一支以火器装备的精锐部队，

挽救明廷的衰败局势，但又落空。崇祯五年
（１６３２），徐光启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
机务，第二年又升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
大学士，不久又进为光禄大夫左柱国，但他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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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于崇祯六年病逝。
徐光启生活于社会历史转变较大的时代，在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西方文化已传入中国的
形势下，他满怀爱国热忱，在军事上力图用西方传
入的技术装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训练出一支
精锐的部队，改变明廷面临的危局；在科学上，他
介绍了不少科学知识，结合中国古代科学知识和
实际，对农学、天文、历法、数学、测量、水利等方面
都有一定的贡献。他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政
治和军事活动家。

二、军队建设思想

徐光启早在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当辽东的
局势还未出现危机的时候，为了对付鞑靼和朵颜
等三卫，就提出要练“得胜兵”，辽东局势危机后，
更加强调要练“精兵”。他说：“千筹百计，总以精
兵为根本。若无精兵，虽多得良将无可用，多有奇
谋不得用，多造利器莫能用，多结外援弗敢用
也。”［１］１０９这是从明军多为乌合之众，见敌即溃，而
努尔哈赤的军队积强久练，步骑俱精的实际出发
的，但也道出了一个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就是兵
一定要精。徐光启认为，欲得精兵，必须选练。他
说：“戡定祸乱，不免用兵，用兵之要，全在选
练。”［１］９８又说：“战胜守固，必藉强兵；欲得强兵，
必须坚甲利器，实选实练。”［１］１７４如果只讲用兵方
略，而不从兵器甲胄、士兵战马等方面入手，逐一
加以讲求，那是无济于事的。一个坚甲利器，一个
实选实练，这就是徐光启提出来的建设一支精锐
部队的两个根本途径。他还具体提出了如何实现
坚甲利器和实选实练的办法。下边分别做些
叙述。

（一）坚甲利器。徐光启继承了“器械不利，以
其卒予敌也”（《汉书·晁错传》）的思想，认为“一
切盔甲、面具、臂手、刀剑、矛戟、车仗、牌盾、大小
火器之类，务求精密坚致，锋利猛烈，数倍于
奴”［１］１０９。“若有人无器，则人非我有矣。”［１］３０９在
利器中，他尤其重视火器，认为“今守城全赖火
器”［１］２７０。他所讲的火器，主要是指西方的大炮。
他说：“夫兵器至于大炮，至猛至烈，无有他器可以
逾之。”［１］３１０要想战胜敌人，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
已。他强调制造火器要精。求精之法，对于西洋
火器就是要尽用彼术，毫厘不差，即不走样的模
仿；对于已有的火器，要选择能工巧匠制造，“除积
弊，立成规，酌旧法，出新意”［１］１０９。或者让用武器

的人自己请人制造，然后国家出钱；或者让造兵器
的人，造后自己试验。总之一定要达到精良，盔甲
使敌不能射穿，鸟铳膛直、柄长，照门、照星毫米不
差，火门、机轨、药囊诸器样样便利。
当然，要想真正发挥火器的威力，使它成为自

己的独有优势，还应有与之相匹配的装备和设施。
徐光启说：“守城必造敌台，必造大小火铳，一一如
法而后可言战。必须多用大小火铳，载以炮车，杂
以战车，又须坚甲利器，厚饷精兵，一一与铳相称
而后可。”［１］２０８这里所说的要与铳相称，除精兵外，
最重要的有二：一是炮台，一是战车。
守城必造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

民，万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１］１７５。徐光启要造
的敌台称之为“附城敌台”，圆形，一面与城相接，
三面可打击敌人。
敌台早已有之，尤以隆庆至万历初年戚继光

在蓟镇长城上所建的空心敌台最为有名。戚继光
所建空心敌台，“高五丈（后改为三丈），四面广十
二丈，虚中为三层，可住百夫。器械餱糧，设备具
足”［２］５４。从现存的空心敌台看，不是三层，只有
两层，而四面有的达十七八丈。这种敌台不是园
形，而是方形。毎一台配备的火器有佛狼机八架、
神快枪八支、火箭五百枚，石炮五十位。火力较
强，且在冲要之处，两台火力可以相交。因此敌人
突破城墙是困难的。它有效地保卫了蓟镇。
同戚继光所建的敌台相比，徐光启要造的敌

台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大、坚、厚。所说的大，是指
它是一个庞大的军事设施。整个台为三层，一、二
层施放火器，第三层为望楼，共高９丈。其第一层
墙高４丈，全直径１５丈，外围周４７丈，台基掘地

３丈，台内有井；所说的坚厚，是指它构筑得十分
坚固，包括立柱、拱券，完全以砖石为材料，墙厚１
丈。因为它坚固庞大，徐光启有时也称其为铳城。
这种庞大的敌台可以配置众多的火器，能强有力
地打击攻城者，而敌人则很难攻破此台。所以徐
光启说：“臣再四思维，独有铸造大炮、建立敌台一
节，可保无虞。”［１］１１１确实如此。戚继光在长城上
所建的敌台，敌人是难以攻破的，这种高、大、厚是
戚继光所建三倍的敌台，敌人就更难以攻破了。
徐光启要造战车有两个目的：第一，要战胜敌

人，必用战车。骑不胜车，古已有之。在有火器的
情况下，以车载火器，更能战胜敌人的骑兵。第
二，车可卫铳。要保证大炮不落入敌人之手，必须
用车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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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的使用开始于殷商，盛行于春秋。这之
后逐渐衰落。明正统之后战车又兴起，但和古代
的不同。明代的战车实为火器车。到嘉靖年间，
俞大猷首先将战车用于实战。嘉靖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大同镇以俞大猷所训练的“车百辆，步骑三
千，挫虏十余万众于安银堡”。到隆庆、万历年间
戚继光在蓟镇建成车营１２座，俞大猷训练京军车
营１０座。可见战车不是徐光启的创建。但他的
战车仍有其特点。徐光启所造战车组成的车营的
特点是战车多，火力强，防御性能好。徐光启建立
的车营称为“四应之阵”，“重车为卫，杂以铳车，二
车之外，复有盾车，盾车之外，复有拒马，守捍三
属，固无可攻之理”［１］２８７。足见其防御性能好。战
车的种类多，火力强。它用双轮车１２０辆，炮车

１２０辆，粮车６０辆，共３００辆。西洋大炮１６位，
中炮８位，鹰嘴铳１００门，鸟嘴铳１２００门，还有其
他兵器、甲胄，士兵共４０００人。正因为如此，它能
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卫自己。
而戚继光在蓟镇的车营只有重车１２８辆，所

组成的车营称为车步骑营，即有车兵（实为炮兵）、
步兵和骑兵。整个车步骑营的火器是大将军８
位、佛狼机２５６架、虎蹲炮６０位、鸟铳９４４杆、快
枪４３２枝、火箭２７３００枚。俞大猷所训练的京营
也是车步骑营，全营有佛郎机２４０架、涌珠炮２４０
位、夹靶枪４８０杆、快枪２４０枝，大小火器共１２００
件。应该说戚继光和俞大猷的车步骑营火器是较
强的，但仍没有徐光启的车营火器强。特别是徐
光启的车营有西洋大炮１６位，是戚继光的无敌大
将军不能比的，更不用说虎蹲炮和佛郎机了。但
他的车营没有骑兵，进攻能力不如车步骑营。
讲究武器装备的精良，特别注重西方火器是

徐光启建军中的一大特点。他提出“火器者今之
时务也”［１］２０７，并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尽用其
术”，主张完全效法西方。这当然有照搬之嫌，但
在当时情况下，这恐怕是首先应采取的唯一的正
确的做法。只有先拿来，学到手，然后才能谈改进
和发展。徐光启不保守，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
东西，以保卫自己的国家，这点则是可贵的。更可
贵的是随着西洋大炮的引进，他提出了敌台、战
车、坚甲利器、厚饷精兵，“一一与铳相称”的主张，
使所构筑的敌台、建立的车营比隆庆和万历初年
戚继光所建的敌台、车营都更具特色。应该说，这
是适应当时情况的一种发展。徐光启的主张如能
实现，不仅有可能阻止努尔哈赤的进一步扩张，且

使中国的的军事技术接近或赶上西方的水平，其
后果甚至会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徐光启重视引进西方武器和强调武器装备要

精良，但不能说他是唯武器论者。这里关键是他
重视人的作用。他说：“千筹百计，总以精兵为根
本”［１］１０９，认为：“有神器而无精甲利兵，终不可
战”［１］４６６，如果没有精兵，“多造利器莫能用”［１］１０９，
“有器无人，则器反为敌有矣”［１］３０９。既强调武器，
又强调人，而以精兵为根本，这种思想是正确的，
是建立一支精锐部队所必须的。

（二）选练。徐光启认为练兵必先选兵，“兵不
选而遽练，如熔铁求金，舂沙作米，毕竟无有，虚费
工力也”［１］１２２。所谓选，就是要“精求天下勇力捷
技奇材异能之士”，因为这些人“其体质本领既是
人间英物，必能以忠义自许，必愿以功名自见，如
此而加之政教服习，取数既少，即粮饷可以从厚，
器甲可以求精，以之御敌，能保全胜也。”［１］１２２

勇力捷技是徐光启选兵的四条标准。
“勇之凡四：胆、智（帷幄、谋议）、手（力捷、技

足）、口（行使、用间）。”（徐光启《兵机要诀·兵法
选练百字诀》）但勇不可能进行度量，必须慢慢地
考察，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知道。不过选择时也
可以略见端霓，这就是看神、气，“色壮而恒，气猛
而沉，目静而朗，此勇之端也”（徐光启《选练条
格·选士》）。

“力之凡有三：曰举、曰挽、曰跖。”（徐光启《选
练条格·选士》）举，指举重，推举、挺举的力量；
挽，指挽强、拉力，此二者均指臂力。跖，指跖弩，
踏力，即腿力。

“捷之凡有三：曰超、曰走、曰获。”（徐光启《选
练条格·选士》）超，指跃起、跳越，即跳得高，跳得
远；走，指疾行，走得快；获，指接取，即能迅速接获
来物。总之是要四肢强健敏捷。

“技之凡有五：曰远、曰长、曰短、曰奇、曰骑。”
（徐光启《选练条格·选士》）远，指善用弓矢、弩、
铳；长，指善用长枪；短，指善用短枪、棍、棒、鎲、
镰、刀、剑之类……；奇，指善使镖枪、飞箭之类；
骑，指善骑马，能左右蹁马，能在马上强弓命中，并
熟练地使用枪刀。
徐光启的选兵思想独具一格。在明代，到了

嘉靖年间人们是强调选兵的。选兵的标准各有不
同。俞大猷的提出的标准是目光有神，力能举二
百斤以上，年龄在２０至３０之间。戚继光的选兵
标准既有独创性也更全面。他注重士兵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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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乡野老实之人，不要城市油滑之徒；不光注重
力大等，而是精神力貌兼收，必胆为主。徐光启的
选兵标准也是比较全面的，但更多地注重体力、敏
捷和技艺，而且标准都相当高。他之所以这样，是
因为明军在辽东“数败之后，畏敌甚矣；非得绝力
绝技，目无全虏，欢然建斗者以为之倡，必无胜
理”［１］３０８。谭纶按俞大猷的练兵方法练出了一支
能抗御倭寇的精兵，戚继光则练出了一支倭寇畏
之如虎的战无不胜的戚家军，而徐光启则没有按
照他的选兵标准组建起一支队伍。为什么？其原
因之一是他选兵标准太高，太理想化，想法是好
的，但难以组建成军。
徐光启同其他军事家一样注重编伍。他认为

束伍是教练根本，治军首务。又说：“用兵之法全
在分数，欲明分数全在束伍。”（徐光启《选练条
格·束伍》）他对各地招募来的兵，首先是按照标
准进行选拔，不合乎条件的淘汰掉；对合乎条件的
要根据其才力技艺情况，分别等级注册，记下他们
身材、年貌、疤记，以杜绝顶冒。然后编伍，其伍法
也是五人为伍，内一伍长。“四伍合之，为两鸳鸯
伍，别立队长一人，并火兵四人为中伍，共二十五
人为一队。”“五队一百二十五人，分左右前后中，
别立哨总一人，杂流四人，共一百三十人为一哨。”
“五哨六百五十人，分左右前后中，立千总一人，杂
流十九人，共六百七十人为一部。”“五部三千三百
五十人，分左右前后中，立将官一人，杂流九十九
人，共三千四百五十人，为一营。”（徐光启《选练条
格·束伍》）即徐光启所要建立的这支军队是五进
制的伍、队、哨、部、营。其武器配备是一伍中“选
壮大老成者一人为狼筅手，选长健便捷者两人为
长枪手，选精悍短小者两人为短器手”（徐光启《选
练条格·伍艺》）。短器为钯、刀、镰、棍。这种编
伍同其他军事家一样，使同伍的人住在一起，互相
监督，以便习武，并防止逃跑。
这种组织编制和武器配备既继承了前人的组

织编制和配备武器的办法，又有自己的特点。第
一，五人为伍，这是从明代的卫所军到召募的军队
都实行的一种束伍办法。第二，二十五人为队不
是卫所军的编制，但也是前人就有的。王守仁对
选出民兵的编制是“每二十五人编为一伍，伍有小
甲”［３］；李遂在《御倭军事家条款》中则以五人为
伍，伍有长，二十五人为甲，甲有长。不过，徐光启
以二十五人为队又和王守仁、李遂的不同，他这二
十五人中有四名火兵，并且有两个鸳鸯伍，而火兵

和鸳鸯伍又是戚继光小队的编制，而戚继光是以

１２人为一队，队有１名伙兵。可见徐光启军队的
编制是前人军队编制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编

制。他的武器配备也和前人不同。戚继光的鸳鸯
阵一伍的武器配备是一盾牌、一狼筅 、两长枪、一
短兵。而徐光启去掉了一盾牌，增加了一短兵。
其武器配置的顺序也发生了变化，戚继光的盾牌
在前，而徐光启增加的短兵在后。这又显示出徐
光启武器配备的特点，继承前人的又有自己的
改变。
对选好编好之兵，徐光启强调练。他说：“即

使精加挑选，人人出贼之上”［１］１０９的士兵，也还是
要练。因为这些从全国各地选来的士兵，“技艺法
制，在在各别，难以合营。且诸方各有所长，各有
所蔽；其长者或宜于昔，不宜于今。必求齐众若
一，分合如意，守莫能攻，战莫能敌，计非选练不
可”［１］１０９—１１０。
徐光启认为练兵主要是练胆气、练技艺、练形

名、练营阵。他继承了前人好的经验，并结合当时
火器普遍装备部队（指他要选练的精锐部队）的实
际情况，有所发挥。如练胆，他强调三个字：怒、
耻、习。孙子说：“杀敌者，怒也。”（《孙子·作战
篇》）就是使士兵仇恨敌人。耻，是以道德礼义教
育士兵，使他们明白什么是耻辱。《吴子》说：“夫
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吴子·图
国第一》）习，是使士兵精习技艺，艺高人胆大。以
往的军事家也强调练胆，但侧重不同。如戚继光
强调身率之道，“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
诚”。俞大猷强调练胆必先练艺，技精则胆壮。徐
光启则二者兼而有之，当然他的怒、耻并不能包括
戚继光的全部内容，但整体看来，较以往全面一
些。又如练兵，先从单兵的技艺开始，练营阵“宜
先从一伍始，伍合成队，队合成哨，哨合成部，部合
成营，营合成为大军”（徐光启《选练条格·营阵》）
等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大体都是继承前人的，但
也提出“练远器先铳炮，次弓矢”，“练长器，先长
枪，次狼筅”，“鸟铳最利，上自将领，下至火兵，人
人俱要打放精熟”，“短刀亦人人该学”（徐光启《选
练条格·练艺》），并得出远技要达到的目标是
“远、速、的”三个字。就是火器等射得要远、要快、
要准。这些又是结合当时的情况，对以前练兵的
总结和发挥。
再如，他把兵分为四等，采取在训练中逐渐晋

升的办法。他把招募的士兵分为队兵、锋兵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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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训练。队兵经过训练有长进可升为锋兵；锋
兵有长进，优秀的可升为壮士；壮士优秀的可升为
上士。待上士要以武举之礼，待壮士要以武学生
之礼。队长、哨官缺额，要从上士中经过角技选
拔；千总、把总缺额要从队长、哨官中，经过角技补
充；将领缺额，从千把总中，经过角技补充。如果
士兵中有殊材异能之人，也可以直接晋升上士，甚
至将领。各等士兵的薪饷也不同，队兵月饷一两
二钱，每升一等增加二钱，上士三两。以往的训
练，技艺有长进的只是赏，而徐光启把技艺的提高
同薪饷、升官紧紧联系在起，并作为一种制度。这
是很大进步。它不仅极大激励士兵的练艺热情，
而且打破了封建的升官靠世袭、门第的制度，是一
种进步。
徐光启力图通过实选实练，精选精练建立一

支比努尔哈赤的八旗兵更加精锐的部队，以抗击
并征服努尔哈赤。他的主张是好的，继承和发展
了前人选兵、练兵某些思想，如真能实现，也确实
能挽救辽东的危局。但不仅当时的腐败的政府使
他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主张，就这种主张本身要变
成现实也有一定的困难。他的选兵标准太高，要
在全国范围内选拔，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难的。
嘉靖年间的戚继光也主张选兵，但一则标准没有
那么高，一则地区较小，所以实行起来比较容易。
与戚继光的选兵比起来，徐光启的选兵未免有些
理想化和脱离实际。这是他练兵失败的原因
之一。
总之，徐光启提出选精兵，择良将，配备精良

武器西洋大炮，严加训练，建立臂指相使，虽赴汤
蹈火，无不如意的精锐部队。这一切都是针对崛
起辽东的努尔哈赤的。他的这些思想既继承了传
统的某些军事思想，又根据西方火器的引进，敌情
的变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而发展了我国古代
的建军思想。徐光启的建军思想颇具时代特色。

三、边海防战略战术

徐光启为了挽救明王朝衰弱的形势，对边海
防既提出了总体战略，也提出了局部战略，既提出
了战略问题，也提出了战术问题。
他的总体战略思想就是富国强兵。他认为

“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１］４５４。所谓本业
就是农业，就是“务农贵粟”［１］８，使国家财用富裕，
边防粮饷充足。这是“安边足用之本”，“万全之
策”［１］１０。所谓有正兵，就是训练“得胜兵”，“先求

我之可以守，次求我之可以战，次求我之可以大
战”［１］３－４。“我能战、我能守，即款可也；否则不能
战、不能守，不款不可也，款亦不可也，即款而愈
久，又愈不可也。”［１］７可见徐光启是把强兵作为战
和的根本条件，而把富国又作为强兵的根本条件。
就是说只有富国才能强兵，只有强兵才能守、能
战、能大战、能和议。

（一）边防。关于边防战略，徐光启针对不同
的对象以及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战略。对北
方蒙古族鞑靼，提出在有精兵良将的情况下，如其
内犯，则以正兵“声罪致讨”。鞑靼如果抵抗，将
“犁庭扫穴”，重复永乐时五征漠北的故事。如果
他远遁，不杀掠，不深入，只是先靠近边境百里左
右，选择要害之地，水草丰盛之处，构筑数座城池，
每城以万人进行戍守，且耕且战。凭借高墙深池，
敌人尽管数万来攻，也不免顿于坚城之下，加以我
兵互相声援，城池是不可能被攻破的。然后逐渐
向远方哨探，广布恩信，招抚那些归附的人，建立
数十座城池，以过去放弃的大宁、开平为塞，东接
辽东，西联独石，形成一道城塞相连的防线。这
样，不过三五年，过去的土地完全都能恢复，京师
自然巩固。徐光启要用步步为营的办法，恢复明
初的边境，逐渐地巩固北部防卫。
如果鞑靼不是犯边，而是与我和好，为了永久

和平，徐光启认为“其服，我可化也”［１］５４。所谓
“可化”就是要鞑靼“类我”。他说：“今日之虏，惟
军火器不宜予之耳，自此以外，凡可令类我者恣予
之，皆大利也。”［１］５５就是要把华夏文化输入到鞑
靼之中，使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与中原相
同，他们就不会内犯了。他认为“文盛则武衰，自
然之势也”。“世下渐文，亦自然之势也”［１］５５。如
果输入华夏文化，改变他们的狩猎生活，使他们
“深耕易耨，彼中多沃野，大饶矣。食于沃土之毛，
必且久驻，久住必且屋居，屋居必且为城郭，屋居
城郭，不必为吾患矣”［１］５５。在徐光启看来，鞑靼
若改变了游牧的生活方式，进行农业生产，过着定
居的生活，就不会内犯了。他还认为“虏之终类我
也，亦百年之后，必至之势也”［１］５５。徐光启这一
战略思想实为前人所未发，它含有朴素的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要把汉民族的
文化输入到蒙古族中，使其尽快进化，尽快走向文
明，应该说这对鞑靼是有利的，也是巩固明边防的
治本措施。
这之前，明对鞑靼的战略基本是剿抚兼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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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手。徐光启继承了这些，但他又提出了更深层
次的方略，即“化”，使其“类我”的方略。这就使对
鞑靼的战略不仅有政治、军事方面的，还有经济、
文化方面的整体战略。这是对明代边防战略的重
大发展。
在辽东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徐光启对女

真人的战略则与鞑靼不同，且不断变化。他首先
提出练精兵，联合朝鲜和北关（海西女真的叶赫
部）的军事进攻战略。他认为以训练的精兵出关，
“益以辽士二万，北关一万，更欲徵朝鲜二万，两路
牵制，一路出攻，约周岁之内，可以毕事”［１］４５５。为
了联合朝鲜，他请求亲自出使朝鲜。后来的萨尔
浒之战，明廷虽然采用联合朝鲜和北关的战略，但
第一没有精兵，第二战争指导错误，不是一路出击
而是四路出击，互不协调。当时徐光启就指出：
“四路进兵，此法大谬”，并预言努尔哈赤一定“并
兵以应一路，当之者必杜将军矣”［１］４５９。事实果如
徐光启所料，努尔哈赤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首先
迎击杜松，致使明军大败。但萨尔浒的失败并不
能说明徐光启战略的错误，相反它证明了不认真
执行徐光启的战略必然失败。
萨尔浒战后，辽东的形势更加危机，这时徐光

启提出了重点防守的战略。他说：“今日之计，独
有厚集兵势，固守辽阳，次则保全海、盖四州为上
策，但须多储守之器，精讲守之法。中间惟火器最
急，若得大小足备，兵将练习，寇至之日，乘城抵
敌，歼其二三阵，必啮指退矣。”［１］４６１在“人非其人，
器非其器，且无将无马”的形势下，他认为“归并合
力不足为怯，婴城自守不足不弱”［１］４６２。他就是要
集中兵力防守辽阳等城镇。因为在他看来，辽东
是京师的左臂，如果不守辽东，敌人一天天强大，
山海关以南处处设防，要比守辽东费十倍之力。
后来徐光启吸取了辽东作战的经验教训，进

一步提出了战守结合的战略，即婴城自守和野战
相结合，以确保城镇无虞和进一步进取。徐光启
认为守城之兵不必多，“但取可守足矣”［１］３０７。更
重要的是练就“乐战保胜”之兵，主要是车兵。徐
光启提出练就６万，每２万为“一聚”，每“一聚”为

５营。部署于关外一聚，关内一聚，近畿一聚。敌
如攻城，城内防守之兵，婴城自守；“选募同强，教
练同习，营制同法，器械同利”［１］３０８的战兵（车兵），
予以支援，定将粉碎敌人的进攻，保住城池。徐光
启认为要练就四五营，关内就不用担扰，练就１０
营，关外可保无虞，如果１５营兵完全练好，不仅可

以保住城池，抑制努尔哈赤扩张，而且可以进取，
征服努尔哈赤。
但辽东的形势日益恶化，徐光启又提出加强

京师防守的计划。他说：“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
义，所欲缮完都城者，先固本而后及其枝叶。根本
既固，人心贴然，丑虏闻之，绝意深入，乃可渐向外
间作用，且战且守，直达奴巢耳。”［１］４７０他认为如果
京师防守不完固，就是山海关内外防守再严密，敌
人如果绕道边外或从海道入犯，那么整个京师就
要震撼；京师震撼，守在外边的将领能够一意进
取吗！

在战术上，徐光启强调在进攻时用正兵，防守
时婴城自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火器的
出现，改变了战术。他说：“此器（指火器）习，而古
来兵器十九为土苴，古来兵法十五为陈言矣。何
者？正兵之胜，前无衡敌故也。今诚简我精卒，日
夕肄习，悉令入彀，次乃用之。……未及接刃，已
糜烂其十七八于千百步之外矣。……至乃凭藉坚
城，用高临下，其于却敌，滋甚易矣”［１］５３。
徐光启所谓的正兵，类似戚继光的车步骑营，

“其法，战车为营，大小杂置之，步兵司之，干盾自
卫，间以矛刃，长短相次，铁骑居中，游奕进退，或
诱其前，或击其败”［１］５３。到万历末期，徐光启要
组建的车营，如前所述主要是火器营。精选精练
的士兵熟练地使用众多的火器，比戚继光的车步
骑营更进一步，完全可以同努尔哈赤的骑兵抗衡。
因此，他认为，“自古以来，无有大师转战不用正兵
者。不有正也，奇何自出？正以藏奇，变化无端，
胜之道也”［１］５３。
徐光启所谓的婴城自守，就是坚壁清野，准备

好大小火器，敌人进攻，凭借坚固的城池，利用火
力很强的铳炮打击敌人。一个城池守得住，敌人
就不敢越过此城进攻；数个城池都守得住，敌人就
只有退去。他认为“古时无火器，故非战不能守
城；今 火 炮 即 能 杀 贼 于 城 外，是 坐 而 胜 战
也”［１］２７０－２７１，因此，他反对在城外列营置炮，因为
在城外列营置炮，一旦失败，火器皆为敌有，城池
也保不住。他主张附城建置炮台，以台卫炮，以炮
卫城，以城卫民。在敌人已经掌握火器的情况下，
他则主张“以大胜小，以多胜寡，以精胜粗，以有捍
卫胜无捍卫”［１］１７５。
徐光启根据火器的大量运用，创立了他的攻

守战法。这种根据技术变化自觉地改变战术的思
想是很可贵的。徐光启阐述的战术针对性是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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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能实现是可以战胜努尔哈赤的。努尔哈赤
攻城时最怕的是顿兵于坚城之下，没有把握他是
不肯用兵的。攻城一旦受挫，他就会停止进攻，宁
远之战就是一例。野战时，努尔哈赤主要的战术
是设伏，而徐光启练车营的思想如能变成现实，伏
兵很难奏效。攻城不克，野战受挫，努尔哈赤的扩
张将被遏止。可见徐光启的军事思想是先进的。
明军辽东的失败，不是因为当时军事落后，而是由
于政治腐败，使好的军事思想不能变成现实。

（二）海防。关于海防，徐光启提出了倭寇“来
市则予之，来寇则歼之”［１］４７的主张。徐光启总结
了明初以来中国同日本交往的历史，认为“有无相
易，邦国之常”［１］３７。日本需要中国货，互相贸易
是正常的。开官市是正路，私人货易是旁路。嘉
靖年间，由于不开官市，禁止私市，富豪欠倭寇的
货款不还，加以陈东、徐海等的勾引，辗转而酿成
了倭患。如果实行“除盗而不除商，禁私贩而通官
市”［１］３８，海上就不会有事。他还认为市与盗是两
回事，他要来入侵，你开市与否，他都会入侵。禁
止同他贸易，绝不能禁止他的入侵。要阻止他的
入侵，只有加强戒备。总之他主张在有备的情况
下，同日本贸易；如果不加强海防，只求禁止贸易
是没有用的。不仅如此，他同以往的官僚不同，认
为同日本贸易对中日双方经济都有利。因为双方
贸易越多，中国的丝帛等产品越有销路；中国的产
品大量出口日本，日本国内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太
昂贵。就海防来讲，“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
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
倭”［１］４８。在他看来，倭寇的入侵是因为通商不得
转而为盗，与其进行贸易当然就可以靖倭了。过
去对日本不了解主要是由于没有通商，如果通商，

往来多了，当然对它的一举一动、纤细具知了。通
过贸易，私人造船必多而坚固，一旦有事我可以把
这些船变成兵船；通过贸易我还可以购买日本精
致的刀、铳、器甲诸武器。我有众多兵船，有较好
的武器，加上“大小众寡，主客劳佚，饥饱之不敌”，
它“即有妄图，亦且息心矣”［１］４９，因此可以“制
倭”。所谓“谋倭”，就是通过贸易，我方对它了解
得比较透澈，就可以利用它国内矛盾，达到使其难
以入侵我国的目的。
徐光启有对倭寇侵略本质认识不足的一

面①，但他的“来市则予之，来寇则歼之”的总政策
是正确的。他的除盗不除商，通商为两利之道，通
商可以靖倭、知倭、制倭、谋倭等在一定程度上冲
破了传统的思想观念，露出了某些新思想的曙光，
更是可贵的。
徐光启生活在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西

方军事技术传入的时代。他敏锐地接受了西方的
先进技术，结合传统的中国军事思想，针对具体的
作战对象，提出了一套练兵作战思想。这些思想
冲破了某些传统观念，架起了由古代到近代、由冷
兵器时代到火器时代的桥梁，在某些方面达到了
古代军事思想的顶峰，又为近代军事思想的诞生
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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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认识不足的一面主要是指倭寇入侵不完全是由通商引起的。《筹海图编》载：“许二（栋）、王直辈通番渡海，常防劫夺，募岛夷之
骁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泊于双屿、列表。滨海之民以小舟装载货物，接济交易。夷人欺其单弱，杀而夺之。接济者不敢自往，聚数舟
以为卫。其归也，许二辈遣倭一二十人持刃送之。倭人还舟，遇船即劫，遇人即杀，至其本国，道中国劫夺之易，遂起各岛歆慕之心，而入
寇之祸不可遏矣。”（卷十一《叙寇原》）又载：“许栋败没，直始用倭人为羽翼，破昌国而倭之贪心大炽，入寇者遂络绎矣。”（卷八《寇踪分合
始末图谱》）可见这些不是商人，是海盗，入寇、劫掠是他们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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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中义，1935年5 月生，辽宁省北镇市人。1962年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 

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 1964年 仟 《人民海军》报编辑，1975年任_ 家海洋 

局 《海洋战线》杂志编辑， 1981年2月任屮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研 

究员，1995年退休。

范中义研究员主要科研成果有：

(一）《明代军事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的重点课题《中国军 

事通史》其屮一部，是我N 第 一 部 《明代军事史》 该书共25章 ，9〇r)千字 ，由范 

中义任主编，并撰写9 章和绪言。（二；）《明代倭寇史略》2004年出版，是戚继光研 

究丛书屮的一部。该书较为洋细地论述了嘉靖年间倭寇的性质，认为王直等为海 

盗、勾结倭寇的汉奸，而不认为他们是“倭寇之首领”。（三）撰 写 了 《筹海阁编浅 

说》一 书 和 《明代海防略述》一 文 。《中国海防史》是我国第一部海防史，全书 

1200千字，明代部分由范屮义撰写。（四）1984年发现埋没了三百多年的戚继光撰写 

的 十 四 卷 本 《纪效新书》，并 撰 写 了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成书时间和内容》一 

文，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范中义为该书所作的校释本,以此书为基础撰写的《戚 

继光兵法新说》，200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五）撰 写 的 《戚继光传》《戚继光 

评传》《戚继光大传》是国内对戚继光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撰 写 了 《俞大猷》一 

书 和 《俞大猷军事思想论述》一文 ，点校了俞大猷的《正气堂集》，2015年出版了 

《俞大猷传》，是前人未曾写过的俞大猷传略。（六）1978年 发 表 《我国航海史上的 

壮举地—— 郑和七下西洋》，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发表的关于郑和研究的文章。1982 

年出版了《郑和下西洋》一 书 （同王振华合著）。此外还发表了《对我国古代航海 

史 料 中 “更’’的几点认i只》《史书中的明代海船》等文章。


